
第48卷 第4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7月
Vol.48 No.4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2022

DOI:10.13718/j.cnki.xdsk.2022.04.007 政法与社会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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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作为一种实定法层面的共同治理形态,是一种在多中心、多元化协同架

构中,推进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行为过程。探究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要义,旨在围绕特定的食品

安全现代化治理目标,将所涉共治主体界分为监管主体、责任主体和权利人这三类,以为共同治理确立必

要的主体结构范型。进而尝试厘清各类主体在相应治理活动中的具体结构事项,以推进不同共治主体之

间管制权力、自我约束与行动自由的良性协作。承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即为监

管主体,应通过可预测性、确定性和一般性维度的权威预设,来科学配置、协调各方监管力量。履行食品安

全保障义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与食品安全第三人即为责任主体,前者作为主体性责任主体应明晰其内核

性保障义务,后者作为外延性责任主体应明晰其衍生性保障义务。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中的食品消费

者即为权利人,应明晰其参与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监督型、交流型与教育型这三种参与形态,以充分发挥

权利人在具体治理活动中利益平衡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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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即是一种在多中心、多元化协同架构中,来推进彰显“主体互动性……目

标多样性、策略因应性”[1]之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行为过程。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①(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3条之专门原则性规定的出台,其已经由一类理论争鸣命题固

化为一项颇具羁束性的规范意义概念。该类行为过程既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0条确立的“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也是《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中规定的

“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在“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之“(五)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规定: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2]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在“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规定了相关风险交流、普法和科普宣传、社会监

督、投诉举报机制等具体举措。皆在事实上就上述原则、内容予以了更为明确、具体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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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进路指引。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具体创新尝试,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从监

管中心主义迈向协作共治主义的适时转进,也表明了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从“开放性控制”与“衡

平化自律”[3]这两个方面来推进后全能主义下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4]之共同治理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具体制度与践行形态研究渐成热点的背景下,不多的本体理论研

究亦开始指向其可能的理念创新与体制突破[5]。试图将“市场、国家、非政府组织等秩序的力量

有机地结合起来”[6],来解构所涉“支撑性保障”[7],从而生成一种涵括“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在

内的公民权利[8],并尝试构建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9]。事实上,该类治理实践更多地强调

在维护既有监管权威的基础上,通过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等相关非政府公

共组织、消费者和食品生产、销售相关行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参与、互动与反馈,来实现食品安全

共同治理。该类活动的发起预期与行为效能皆取决于行为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的主观认知程度

与客观评价水平。

故而有必要立足于相关法律规范“逻辑推理形式的实践理性”[10],在描述-经验、逻辑-分析和

规范-实践的维度内[11],来解构所涉共治主体的规范要义,最终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机制的

优化[12]提供相应的体系化概念分析工具。可围绕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特定目标,将

共治主体具体界分为监管主体、责任主体和权利人这三类。其中,监管主体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行为过程中的预设权威,责任主体即是预设权威的干预受众,权利人则是相关风险承担者与活动

受益者。最终尝试厘清各类主体在相应治理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和职权职责、权利义务”[13]等结

构事项,以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管制权力、自我约束与行动自由的良性协作。

二、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权威预设结构

承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即为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其作为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行为过程中内含形式理性要素的法理型统治权威[14],往往“承担‘同辈中的长者’角

色”[15],从而在相关治理活动中来确证其“令人信服的威望和支配力”[16]。应尝试逐步扫除所涉

部门利益化倾向、地方保护主义等体制机制障碍,以实现相对集中的统一监管或高效协同的多头

监管,并为其他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间。伴随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多次修改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入,最广延、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统一监管体系已初具规模。食品安全监管主

体作为相关行为的“规则的制定者和合作行为的推动者和激励者”[17],不妨通过可预测性、确定

性与一般性维度的权威预设,来科学配置、协调各方监管力量。

(一)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议事协调型权威预设

该类权威预设往往与可预测性维度中相对宏观层面的预先估计将如何行为[18]之方向性指

引有关,其强调通过协商、沟通等协调性方法“对自身行为方式作出正确的选择”[19]。该类方法

旨在依托最大限度的体系调适性规范设定,来“预测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预测具体的法律后

果”[20]。方向性指引所预设的权威往往是一种“承担起组织协调重要的跨部门业务工作”[21]的议

事协调型权威,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统一监管体系中主要指向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牵头食品安全工作的“政策研究和规划、信息交流与沟通、政策

执行的协调与监督”[22]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具体负责食品安全相关形势分析、工作统筹部

署、重大举措方向定性、督促落实监管责任等监管体系调适的宏观预测性事项。该机构主要通过

定期召开全体会议的方式来具体运作,会议事项往往涉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总结相关工作、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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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等方面。所涉监管权责履行与法律后果衡量等实施性工作由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日常事务则由市场监管部门的内设食品安全协调机构来负责办理。

(二)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全过程监管型权威预设

该类权威预设往往与确定性维度中相对微观层面的“秩序化的、有序性”[23]之准据性指引有

关,其强调通过凸显所涉系统要素之间的等级联系和系统状态的层次变化[24]的控制性手段实施

干预。该类手段旨在于“新的摄入、连结、主观形式、命题、多重性和对比”[25]所表征的过程场域

中,来达致“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协调、和谐的状态”[26]。准据性指引所预设的权威往往是一种凸

显“具体过程的识别、分析、设计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过程加以维护”[27]的全过程监管型权

威,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统一监管体系中主要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专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旨在通过“一致性、完备性、稳定

性、清晰性以及法律适用过程的客观性”[28]表征之确定性规范设定,为该部门实施的全程追溯式

监管明晰“可预见的且客观的行为指导和规制”[29]。只要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

加工企业后即作为食品,由该部门从全过程督查、排查监管等方面推进预防性系统化控制,从特

殊食品注册、备案监管等方面推进准入性多元化控制,从抽检、监测、预警、处置等方面推进环节

性过程化控制,从落实主体责任与健全追溯体系等方面推进“由规制对象对自身施加命令和结

果”[30]的自我规制。此外,该部门还要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的牵头落实,从重大政策、应

急体系、信息直报方面来推进相关制度的建构完善,从重大事件处置方面来提升相关制度的实施

成效。并统一管理食品检验与认证工作,参与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监测计划,负责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计划的执行而具体承担风险监测工作。基于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别建立了食品生

产监管、食品经营监管、食品抽检监测监管、特殊食品监管、食品安全协调这五类专门内设机构来

具体分工负责,并建立了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认证监管这两类相关内设机构来处置食品安全相

关事务。

(三)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协同监管型权威预设

该类权威预设往往与一般性维度中相对微观层面的“特定效力范围内的主体对于某一规范

的同一遵守”[31]之结构性指引有关,其强调通过凸显相应规范“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32]的整合性手段来实施协作。该类手段旨在面向不同组织要素,确立彰显“制度

正当性、智识合理性、功能有效性和结构科学性”[33]的协调合作过程中针对同样事件的一般规

则[34]。结构性指引所预设的权威往往是一种置于“主动的、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协同运作机

制”[35]中的协同监管型权威,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统一监管体系中主要指向参加协同监管的农业

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

农业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特定事项范围内的专业性监管机构,旨在切实

彰显所涉职能部门在不同分工领域的“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优势”[36],从而尝试在体系性的权

威框架内明晰更为广延、更具公共性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37]。其一,农业行政部门负

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以及兽

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管,由该部门的内设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来具体办理。该类监管作为食品安全监管所涉“权利的射程范围”[38]以外的

前置性环节,凸显针对“前”食品的质量安全监测、追溯与风险评估等保障性干预,以及标准、检验

检测体系等制度性建构。其二,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负责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组织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由该部门的内设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机构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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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办理。该类监管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工具性环节,凸显“技术风险”“工具理性”[39]维度的科学

事实类规制工具选择,通过相关风险监测与评估来技术性启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全过程监管,

并通过设定相应的行业内部控制技术标准为全过程监管提供类型化科学依据。其三,公安部门

负责食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由该部门的内设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具体办理。该类监管作为

食品安全监管的威慑性环节,凸显金字塔型执法制裁体系中追究刑事责任的进阶惩罚,从而为全

过程监管提供兜底式规制策略选项。

三、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的保障义务结构

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与食品安全第三人即为食品安全责任主体,其作

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过程中预设权威的干预受众,在追求实现个体正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亦应基于理性的“公共利益衡量”[40]来做出恰当的行为判断和选择,从而在相应治理活动中积极

发挥协同互动作用。该类主体既应恪守所涉食品生产经营、公共服务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并积

极落实相关责任,通过自主行为来达致“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活动”[41]的自我规制;也当

凸显其应有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并通过“对话式、实用主义式和内生式”[42]手段,

依循“个体由于能采用他人的态度,以及由此能反思他或她的行为,而变成自我”[43]的反身性进

路来实现针对监管主体的反向监督。

(一)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内核性保障义务

该类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人具体涉及整个食品生产、运输、销售全供应链上的各类组织体与个

人,是主体性责任主体。《食品安全法》第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①(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条皆就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保证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

责任予以明确。前者从行为方式基准、行为道德指引和行为评判这三个方面就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主体责任予以建构性规定,后者则从制度设定与过程性干预这两个方面就食品生产经营者的

行为方式基准予以阐释性规定。基于此,围绕“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44]命题,《食品安全

法》第33条至第83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5条至第39条就从食品生产经营的一般性原

则、全过程控制、标识及广告准则、特殊食品准则等方面就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应行为予以了体系

化规定。

1.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基准

《食品安全法》第4条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将“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

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共同确认为实现相应合法性控制的行为方式基准,从而涵摄了“法律、法

规”所表征的行为规范合法性与“食品安全标准”所表征的技术规程合法性之双重要义。欲达致

这两类合法性要义,有必要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制度设定为前提,强调以围绕

“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所展开的全产业链过程性干预为主要举措。

其一,在技术规程合法性要义方面,可考虑以落实质量安全管理为终极目的。既应依循《食

品安全法》第48条的鼓励性规定与保障性规定,建立健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

系”[45],以推进预防化食品质量安全管理;还应根据《食品安全法》第33条的准入要件规定和第

44条的实施性规定,通过设置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专门岗位与配备相应技术人员等措施,来推进

专责化、技术化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其二,在行为规范合法性要义方面,可考虑以建立追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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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支撑。应基于《食品安全法》第42条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从生产经营

主体和监管职能部门这两个方面具体构建生产经营过程的全产业链“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46]。

生产经营主体应围绕明晰上下游产品来源、去向的基本要求,通过真实、完整的记录确立自我追

溯体系;监管职能部门则应设定食品安全追溯标准与操作规程,并建立国家层面的追溯信息登

记、管理平台。进而推动这两个方面自我追溯体系与监管信息平台的有序对接,高效实现相关食

品信息的全程、互通、共享、数字化追溯。

2.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道德指引

《食品安全法》第4条设定之“诚信自律”准则作为所涉行为道德的原则性表达,即从自身素

质要求与行为约束这两个方面予以方向性指引。其一,“诚信”既是提升生产经营者作为主体性

食品安全责任主体可信赖程度的道德基石,也是维系三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彼此间信任感

和认同度的伦理支点。应尝试明晰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行为的期得利益属性、利益配置状况以

及相应的利益协调规程,从而为达成必要的诚信共识确立相应的利益联结点,以切实提升该方面

行为道德指引的实效性。其二,“自律”作为一种凸显规制者与规制对象同一性的行为约束方式,

是降低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控制成本、确保干预绩效的有效途径。《食品安全法》第9条还进一步

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尝试推动从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人到相应行业组织之自我行为约束的内外结

合、双向提升。

应尝试梳理载明“依据、裁量权标准及承诺”[47]事项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行业组织的自我

约束权责清单与内部监督救济规程,进而架构与来自食品安全监管主体、食品安全权利人之外部

干预的协商互动渠道,以切实提升该方面行为道德指引的可行性。可考虑以加强自我过程控制

为突破方向,基于《食品安全法》第47条、第83条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和第126条

的罚则设定,围绕生产经营过程中自查组织、人员、频次、事项、程序、评价、整改与报告等事项,科

学构建包括常规性自查与专项自查等形式的“食品安全自查体系”[48]。并通过对上市食品质量

的主动性监测与风险隐患管控,积极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基于管理的规制”“绩效的规制”“原则

的规制之自我规制策略”[49]有效适用前置性、自律性的生产经营过程控制。

3.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评判

《食品安全法》第4条确立的“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作为

所涉行为评判的进路式表达,即从行为受众、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类型这三个方面予以了列明。

其一,“社会和公众”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应行为的抽象意义受众与具体意义受众。食品生产经

营行为不应仅仅只是一般意义的市场行为,还应是一种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行为,必要

的社会秩序考量应当是该类行为的应有之义。虽然该类行为的客体对象往往是普遍意义、非特

定的食品消费者,但在相应的生产、经营、消费法律关系中,作为食品安全权利人的消费者则可以

被具象化厘清。其二,“社会监督”即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应行为的一种监督方式。该类监督

旨在于在“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50]下,将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以外的他项监管力量引入监管过

程。进而通过社会监督规范的设定,从社会监督的组织形式、技术手段、权责边界与绩效标准等

方面,来推动实现食品安全权利人、相关人等广延第三方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有效参与。其

三,“社会责任”则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应针对其行为所承担的一种结果类型。该类责任形式更多

地凸显其作为食品安全共同体成员[51],在协力推进形成理想食品安全环境过程中应承担之法律

责任以外的道德责任。其往往强调该类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人在追求各种抽象、具体经济效益的

同时,还应在“道德境界”[52]层面明晰所涉生产经营活动在人本理念关怀、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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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建构等方面“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53]。

基于此,食品生产经营者因其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外,还须

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在“适用范围、认定构成与责任后果”[54]等方面予以清晰设定。为

避免因各种事由造成该类赔偿责任难以履行而流于形式,有必要依循《食品安全法》第43条之鼓

励性规定,通过体系性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设定“保障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权益、激励经营者

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及能力、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55],以切实提升所涉“新兴风险的处置效

能”[56]。应根据2016年《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的风险等级划分规定,针对不

同风险等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设定差异化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投保机制。A级风险的食品生产

经营者,应鼓励性投保,由其自愿选择是否投保;B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引导性投保,但

在做出书面承诺的前提下,可申请豁免;C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原则性投保,但在提供有

效担保的前提下,可申请豁免;D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强制性投保。

(二)食品安全第三人的衍生性保障义务

该类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人主要涉及作为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利益群体[57]之从事食品安全公

共服务活动的各类组织与个人,是外延性责任主体。《食品安全法》第15条、第17条、第40条、

第43条、第48条、第107条、第139条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84条、第85条、第

86条等相关规定,针对食品安全第三人的外延责任予以原则性的阐释规定。围绕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①、食品安全风险评估②、食品检验③、食品认证④这四类主要公共服务活动,所涉食品安全第

三人相关责任的实施性、可操作性配套规定亦初具规模。该类保障义务人往往作为技术第三方

来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过程,既有规范设定主要从行为羁束性和活动科学性这两个方面

设定其责任指引。

1.食品安全第三人的行为羁束性责任指引

该类责任指引旨在凸显保障义务人应在取得相应技术资质并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严格按照

预设计划、方案所明晰的行为规程来开展相关活动。其一,从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食品检验、

认证工作的机构皆被明确要求需要取得资质认定或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

构的技术资质则通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和专家委员会委托、指导相关技术

机构的隐性规定予以明确。在获得批准方面,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机构皆要求应由相应监管

职能部门来确定;食品检验、认证机构则更多地强调其作为法人组织在符合相应资质要件和技术

规范前提下的独立运作,以及参与事中过程监管、事后结果监管而不是事前审批监管。其二,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围绕国家层面与部门执行层面监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两个基本环节,在承检

机构管理、样品采集、问题样品报告与处置等方面,皆设定了较为清晰、明确的技术要求与操作规

程。其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在评估组织、评估原则、评估任务确立与下达、评估方案制订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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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2010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试行)》(已失效)、2013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承检机构管理规定(试行)》、

2013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范(试行)》、2013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采集技术要求》、2013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问题样品

信息报告和核查处置规定(试行)》、2021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

例如,2010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

例如,2010年《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2010年《食品检验工作规范》(已失效)、《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2010年制定,2015年修改)(已失效)、2010年《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已失效)、2016年《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

2016年《食品检验工作规范》。

例如,《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1993年制定,2012年、2019年修改)、2001年《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已失效)、2003
年《绿色食品认证及标志使用收费管理办法》(已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03年制定,2016年、2020年修改)、2014
年《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审查程序》。



施、评估结果公布与解释等方面,设定了较为全面的纲领性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文书格式模板。其

四,食品检验在机构组织、管理体系、检验能力、检验人员、环境设施、设备和标准物质等方面,清

晰列明了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并围绕抽(采)样和样品管理、检验实施、结果报告、质量管

理、监督管理等事项厘清了各个检验环节的具体要求。其五,食品认证则依循国家实行统一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置于整体认证认可工作机制中,在认证机构、认证依据、认证原

则、认证结果适用与监管等方面,确立了食品认证的一般性规定,并在绿色食品认证及标志使用

管理等方面予以了特别规定。基于此,应试图通过在程序环节、行为指引方面,彰显“明确法律依

据”“实践操作规定”“量罚基准格式”“执法程序”[58]诸项要素的指南手册式控制,确保所涉数据、

结果的规范性与真实性,否则即承担相应的过程责任。

2.食品安全第三人的活动科学性责任指引

该类责任指引试图通过相关专业术语的规范定义和关键事项的列举式规定,强调该类保障

义务人应依循相应的专业手段与技术方法开展相关活动。其一,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与

食品检验活动中的“食源性疾病监测、食品污染、食品中有害因素、问题样品、危害、危害识别、危

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检验机构、检验方法证实、检验方法确认、复验”等专业术

语,皆厘清了其规范定义。其二,通过专门的实施性规定,分别就以下活动关键事项予以列举式

规定:承检机构的资质要件与考核检查事项;风险评估项目建议信息资料、应急评估启动事由;检

验能力结构要素、检验技术人员资质要求、检验工作环境功能要求、检验机构设施条件;认证机构

设立要件与审批程序。标准化的技术规范与针对性的操作规程,即是在规范设定层面确认、固化

所涉专业手段与技术方法的主要载体形式。基于此,应通过对相关规范标准的依法制定、执行和

发展[59],来试图推进对各种客体类型、结构单元、影响因素的理性认知与标准化数据分析,以确

保所涉数据、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否则即承担相应的结果责任。

四、食品安全权利人的参与形态结构

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中的食品消费者即为食品安全权利人。其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行为过程中“食品安全风险的最终承担者”[60],应通过“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诉求、意见

和建议”[61]维度的积极参与,在相应治理活动中具体彰显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在社会性和保障性

属性面向的消费者参与要义[62]。作为权利人的消费者虽然是食品安全共同治理活动的具体受

益者,但也可在不同场域,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事实上,食品安全权利人与

各类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人皆是依循食品供应链来开展活动的,一定范围内两者身份随各自在供

应链中扮演角色之不同亦可互换。应充分发挥食品安全权利人在具体治理活动所涉抽象利益与

具体利益之利益平衡过程中的制约作用,通过食品安全共同治理中多元参与机制的确立,来达成

国家与私人间合作[63]的强大治理合力,以尝试推动各类主体间的对抗型利益关系逐步转向互利

共赢型利益关系。《食品安全法》第9条、第12条、第23条、第89条、第108条、第115条、第116
条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57条、第65条等相关规定,围绕食品安全权利人的社会

监督、投诉举报、风险交流、普法和科普宣传等行为事项予以了原则性规定,进而大致明晰了食品

安全权利人参与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三种参与形态。

(一)食品安全权利人的监督型参与形态

监督型参与是食品安全权利人的主导参与形态。其作为一种经典意义的对抗式参与,旨在

通过消费者及相关组织的投诉、举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曝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并督促相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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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在该类参与活动中,投诉、举报的对象即是监督客体,与食品安全权

利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除了设置举报奖励制度调动权利人参与积极性外,还应保密

相关信息,保护其合法权益。前述《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主要通过“依法进

行社会监督,有权举报,依法了解信息、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投诉、举报”等授权性规定,来确证

并固化权利人进行社会监督的合法权利;主要通过“应当公布,应当受理并及时答复、核实、处理,

应当移交,应当及时处理,应当核实、通报”等限制性责任规定,来明晰权利人实施监督的途径方

式并确保其监督实效;主要通过“应当保密”等限制性责任规定和“不得打击报复”等禁止性规定,

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主要通过“给予奖励,应当加大奖励力度”等限制性责任规定和“制定举

报奖励办法,举报奖励资金纳入预算”等保障性规定,将激励式监督落到实处。基于此,有必要进

一步从建构参与空间的制度完善层面有效推进该类监督型参与。

1.监督型参与的消极保障事项

该类保障事项旨在纾缓食品安全权利人实现参与所面临的各种阻滞要素。作为监督客体的

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与责任主体,应积极强化自我行为规训,以及明晰相应奖惩规范所表征的他律

约束机制,从而为食品安全权利人的参与认知提供相对客观的行为评判依据。基于此,在不涉及

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的前提下,尝试通过适度公开监管标准、依据、结果等监管信息与

生产经营、公共服务信息,以及新闻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为食品安全权利人所主导的社会监督

提供必要的资讯信息与监督渠道。

2.监督型参与的积极鼓励事项

该类鼓励事项旨在充分调动食品安全权利人的参与积极性。有必要设置多样化的便捷投诉

举报渠道,并强调以实名投诉举报为原则,以随附翔实证据材料的匿名投诉举报为补充。既应切

实防范、遏止恶意投诉举报行为,明确界定“恶意”乃至“恶意非法牟利”的判断标准,并确立相应

的“谁审查、谁举证”规范,对投诉举报行为报以最大限度的善意与信任。也要加强对投诉举报人

的有效保护,特别是针对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的行为予以客观定性、全面列明,并明晰相应的制

裁措施。此外,还有必要落实举报奖励制度,不论举报动机为何,只要举报事项查证属实,即应予

以适当的物质奖励为主、精神奖励为补充之复合型奖励。

(二)食品安全权利人的交流型参与形态

交流型参与是食品安全权利人的辅助参与形态。其作为一种互动合作式参与,旨在通过交

流沟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管信息以及配合食品安全事故调查等资讯共享协作的方式,来增进

权利人与监管主体、责任主体之间的共治共识。在该类参与活动中,食品安全权利人既是相关资

讯的受众,也可成为特定资讯的供给方。既有相关条款主要通过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和第三

人的“应当组织进行交流沟通”等限制性责任规定,确保权利人作为资讯受众的知情权,并厘清相

应的信息反馈渠道;主要通过针对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第三人和权利人的“应当予以配合,应当予

以协助”等限制性责任规定和“不得拒绝,不得阻挠、干涉”等禁止性规定,来明晰权利人作为特定

资讯供给方的配合调查义务。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从完善重在进行信息和意见交换的风险交

流机制[64]方面具体保障该类交流型参与。

1.交流型参与的资讯受众事项

该类受众事项更多地强调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和第三人所发布信息的质量与途径,以切实保

证权利人获取资讯的权威性、科学性、便捷性与互动性。有必要列明食品安全相关权威信息、风

险解读的适格发布主体,由作为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履行官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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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之责,各类技术第三方的待发布官方信息皆需要经该部门确认后由该部门统一发布。并设

定常态化的食品安全信息月报制度,每月定期发布相应官方资讯;设定非常态化的食品安全动态

信息发布制度,若发生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关注度的食品安全事件则应进行即时的动态信息发布。

亦应鼓励相关研究机构、高校、协会、媒体和生产经营者,确立各自的食品安全学术资讯、行业资

讯、媒体资讯等多样化的非官方资讯发布制度。此外,还有必要通过“三微一端”等“互联网+”途

径,来设置相应的食品安全资讯网络互动平台,从而及时回应、反馈权利人的信息咨询与意见

表达。

2.交流型参与的资讯供给事项

该类供给事项更多地强调在被动式配合调查过程中,应确保食品安全权利人提供“情况、资

料、样品”等资讯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充分性。可考虑以“食品及原料、工具、设备、设施”等证据材

料现场封存、检验、固化和即时信息调取、谈话笔录等现场调查交流方式为基础,以网络互动平

台、电子邮件、热线电话、信函、传真等非现场调查交流方式为补充。作为相关资讯调查客体,如

果食品安全权利人是直接肇事方,则负有羁束性资讯供给义务,应积极配合调查,否则即成为后

续食品安全责任追究的加重惩戒事由;如果食品安全权利人只是利害关系方,则仅负有准羁束性

配合调查责任,“不得拒绝、阻挠、干涉”调查,否则即承担相应的不配合调查之罚乃至抗拒执法之

责。该类交流就相关资讯调查主体而言,应由作为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统一实施相应事故调查处置;并通过必要的强制措施和卫生处置手段,推进及时、有效的“流

行病学调查和违法行为执法调查”[65]。此外,还有必要充分发挥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专家委

员会等技术支持方的作用,从而在调查处理和应对处置过程中切实实现独立、专业的第三方

评估。

(三)食品安全权利人的教育型参与形态

教育型参与是食品安全权利人的补充参与形态。其作为一种氛围营造式参与,旨在通过推

进食品安全国民素质教育、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等普法宣传的方式,提升权利人实现参与所需素质

能力,进而强化各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的食品安全意识,以有效营造实现共同治理所需环境

氛围。在该类参与活动中,食品安全权利人主要是被动的单向灌输式普法宣讲对象,但基于提升

相应教育实效的考量,亦可在参与式普法活动中,积极发挥一定的宣讲内容主动选择与志愿者践

行作用。既有相关条款主要通过“国家”层面的确认性职责规定,明晰相关教育普及活动在结果

面向应达致的“科学常识和法律知识”之知识结构要求,以及在实施方式面向所依托的“国民素质

教育”途径。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从知识结构和实施方式这两个方面积极落实该类教育型

参与。

1.教育型参与的知识结构事项

该类事项旨在明晰所涉“科学常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要义。“科学常识”主要指向食品卫生

健康知识、食品安全知识与合理膳食倡议等行为常识指引,“法律知识”则主要指向食品安全规范

性法律文件乃至其他规范性文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等行为规范指引。可尝试针对

不同年龄段人群,厘清相应的初阶、进阶乃至终阶的类型化知识普及要点。其一,针对未成年人

的初阶知识普及。应以“科学常识”为主导,旨在确立食品安全行为规则的普适性常识指引。其

二,针对中青年成年人的进阶知识普及。应以“法律知识”为主导,旨在于食品安全行为规则的普

适性常识基础上,充实必要的规训性规范指引。其三,针对老年成年人的终阶知识普及。应“科

学常识和法律知识”并重,旨在于权利人风险承担能力趋于弱化且更为倚赖所涉治理活动利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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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之时,凸显相应常识、规范指引的巩固与实效。

2.教育型参与的实施方式事项

该类事项旨在明晰所涉教育型参与活动中不同主体的差异化属性定位。其一,承担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是实施相应普法宣教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该类主体应主动

通过各种方式、手段推进宣教成效,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氛围。其二,食品安全责任主体是

该类活动的义务型受众。该类主体必须积极配合监管主体来完成宣教活动,并将相应的知识普

及评价结果列为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评定的风险因素量化指标。其三,食品安全权利人是该

类活动的权利型受众。参与相关宣教活动是提升权利人实现参与所需素质能力的一种权利选

项,当然有必要以尊重权利人的意愿、兴趣为前提,但亦可将相应的知识普及评价结果列为权利

人实施监督型参与的奖励叠加指标。

五、结 语

多元化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迈向协作共治主义的关键表征,

围绕不同共治主体所涉管制权力、自我约束与行动自由的差异化定位,可将其界分为监管主体、

责任主体和权利人。首先,监管主体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过程中的预设权威,可依循相应

的方向性、准据性与结构性指引,展开议事协调型、全过程监管型与协同监管型的类型化结构设

定。应具体厘清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参加协同监管的其他职能部门的

地位属性与权责清单事项。其次,责任主体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过程中预设权威的干预

受众,可围绕其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方式,展开内核性保障与衍生性保障的类型化结构

设定。应尝试从行为方式基准、行为道德指引和行为评判这三个方面厘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

体责任,从行为羁束性和活动科学性这两个方面来设定食品安全第三人的责任指引。最后,权利

人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行为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者与活动受益者,有必要通过食品安全共同治

理中多元参与机制的确立,推动各类主体间的对抗型利益关系逐步转向为互利共赢型利益关系。

监督型参与作为权利人的主导参与形态,应从消极保障和积极鼓励这两个方面有效推进;交流型

参与作为权利人的辅助参与形态,应从资讯受众和资讯供给这两个方面具体保障;教育型参与作

为权利人的补充参与形态,应从知识结构和实施方式这两个方面积极落实。基于此,通过对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主体结构要义的类型化解构,可以为优化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机制提供体系化

的概念分析工具,进而为后续共治环境的规范特性与规制策略的控制要义相关研究设定必要的

线索指引,最终以之为范型,来展开全域共同治理主体结构的自洽性、自足性检视,或许是一种可

行的部门行政法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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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ubjectStructureofSocialCo-governanceforFoodSafety

ZHAOQian1,SUOYifan2
(SchoolofLaw,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saformofco-governanceatthelevelofpositivelaw,thesocialco-governanceoffoodsafetyisabehavior
processtopromotetheco-governanceoffoodsafetyinamulti-centeranddiversifiedcollaborativeframework.Toclari-
fythesubjectsstructureessentialsoffoodsafetysocialco-governanceaimstofocusonspecificmodernizedgovernance
objectivesoffoodsafety,andclassifytheinvolvedco-governancesubjectsintothreecategories:supervisionsubject,lia-
bilitysubjectandrightholder,andthustoestablishthenecessarysubjectsstructureparadigm.Thenittriestoclarify
thespecificstructuralmattersofvarioussubjectsinthecorrespondinggovernanceactivitiestopromotethebenignco-
operationofregulatorypower,self-restraintandfreedomofactionbetweendifferentco-governancesubjects.Therele-
vantgovernmentsfunctionaldepartmentsthatundertaketheresponsibilitiesoffood-safetysupervisionandmanage-
mentarethesupervisionsubject.Theyshouldscientificallyallocateandcoordinatethesupervisionforcesofallparties
throughtheauthoritypresuppositionsofpredictabilitydimension,certaintydimensionandgeneralitydimension.Food
producersandtradersandthethirdpartyoffoodsafetywhoperformfood-safetysafeguardingobligationsaretheliabil-
itysubject.Theformer,asthemainliabilitysubject,shouldclarifyitscoresafeguardingobligations;andthelatter,as
theextendedliabilitysubject,shouldclarifyitsderivativesafeguardingobligations.Foodconsumersindifferenttypes
anddifferentfieldsarerightholder.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threeparticipationformsinparticipatingco-governance
offoodsafety:supervisionform,communicationformandeducationformtogivefullplaytotheroleofrestrictionofin-
terestbalanceofrightholderinspecificgovernanceactivities.
Keywords:foodsafetysupervision;socialco-governanceoffoodsafety;co-governancesubject;authoritypresupposition;
safeguardingobligation;participatio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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